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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文化教育活动1

杨孝容

【摘 要】：梁漱溟基于其独特的文化哲学观，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形成注重乡村的文化教育思想并付诸实

践。本文通过回顾梁漱溟在重庆特别北碚进行的文化教育活动，阐明了其不离乡村的社会本位大教育思想，揭示了

他对重庆及北碚文化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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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素来重视乡村建设，并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理解，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率先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提出著

名的乡村建设理论，并在山东邹平进行了八年乡村建设的实践。后因抗战爆发而移师川内，遂与重庆、与北碚结下不解之缘，

可以说，重庆尤其北碚在梁漱溟的人生历程中相当重要。他从 1937 年夏首次来到重庆，至 1950 年前往北京，十余年间主要居

北碚，其间虽曾去香港，并在广西约三年，但所办文化教育事业仍由其师友团队在北碚坚守，未尝中断。这期间梁漱溟先生在

重庆特别北碚所从事的文化教育活动，主要分助力乡村建设和兴办教育、讲学著书两大块。

一是助力乡村建设，即襄助重庆的乡村建设教育与北碚嘉陵江三峡实验区的乡村建设运动，时间段主要在 1937-1940 年，

先是 1937 年 6月受邀到四川乡村建设学院讲课并在川内（首站为重庆）演讲，其间也曾被请到北碚嘉陵江乡村建设实验区演讲，

后又于 1940 年 1月再次到北碚视察实验区的乡村建设；二是兴办教育并讲学著书，所办勉仁系列学校，即勉仁中学、勉仁书院

（初在璧山，后迁北碚），与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及在此基础上创办的勉仁文学院，并在书院和学校开讲中国文化要义，撰写专

著。时间大致在 1940-1950 年。其间，1941 年经桂林前往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1942-1945 年居广西，最早便是在

广西大学开讲“中国文化要义”课程，成为后来在北碚讲课著书的先导。

上述贯穿其中的都是梁漱溟先生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对中国社会认知基础上的乡村文化教育理念。就其乡村建设理念

及实践来看，所谓乡村建设，实则为改造乡村的文化教育活动。当前，我们在城乡统筹特别是乡村文化建设中出现诸多问题。

从这个角度去看，梁漱溟先生的乡村文化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仍有现实意义，值得重温。

一、助力民国重庆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乡村建设派的理论先驱和主要代表人物。1937 年 4月 29-30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①高显鉴院长前往邹平

参观[1]，随即代表四川省政府邀请梁漱溟先生入川演讲，并在该院讲课。与此同时，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亦曾屡次致电邀请梁漱

溟先生赴川讲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先生以山东院方事务待理，又兼拟向院县工作人员讲解乡村建设理论，即复电约于 5 月 20

日左右始能前往。[2]尔后，梁漱溟先生如期于 5 月 19 日离开邹平，辗转四地，6 月 2 日始从汉飞渝，住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内②。

梁漱溟先生是第一次到川内，曾说他此次主要是应乡村建设学院（即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所请来讲课的③2，因此在重庆时就由该

                                                       
1[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汉藏教理院与民国佛教研究”（批准号：15BZJ012）。
2①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其前身为创始于 1932 年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1936 年，教育部以建院组织规程与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

程不合，乃令改组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名称虽异，实质仍以研究乡村建设学术、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实验乡村建设工作、推

进乡村建设事业为主旨。1937 年该院已更名，但《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所收录 1937年日记仍注高显鉴为四川乡建学院院长。该

院建院伊始即礼聘梁先生为该院指导顾问，其初创也主要得力于梁漱溟的学生王平叔、张俶知、赖钩伯等，办学理念、教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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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接待。

据当时的报刊记载，1937 年 6月上旬梁漱溟先生在重庆至少进行了 6场演讲，留下记录稿的仅 3场（其中两场的讲稿未收

进全集），在民生公司所讲载于其公司内刊《新世界》上。

1937 年 6 月 4 日上午在四川省教育学院演讲或说讲课，暂未寻获讲稿记录，想来亦为乡村建设方面的主题，下午则应民生

总公司之请讲了《我的过去与山东工作概况》。开讲前，演讲主持者赖彦于介绍中说到：

“谈到复兴民族，对于乡村建设工作，便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乡村建设专家梁漱溟先生，这次到四川来，对于四川的乡村

建设，想来帮助一定不小。”

可见，梁漱溟先生当时作为乡村建设专家的声望之隆。梁漱溟先生在演讲中说山东的工作主要有三项：第一项是研究——

研究乡村建设的方案；第二项是训练——训练人才来干乡村建设的工作；第三项是实验——试验他们研究出来的既定方案。1933

年以来还增加了县政工作的实验，也分为三项：第一项是一县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如户籍调查、人事登记、财政整顿、田赋

清理以及教育卫生等等。第二项是地方自治。梁漱溟先生说中国的地方自治，远在三十年以前就有提倡，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地

方成功，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值得研究的问题，要由研究，然后才能由乡村自治达到县自治的阶段。第三项是社会改进。

如文盲的扫除等等。[3]

1937 年 6 月 5 日在重庆青年会对中等学生讲演《略述乡村建设运动要旨》①。1937 年 6 月 6 日在巴县女子中学全市校长教

育座谈会上讲演，6 月 7 日在川东师范学校讲演，但这两场暂时也未找到演讲记录。[4]此外，6 月上旬梁漱溟先生还曾在重庆大

学讲“日本的乡村工作”，在讲了日本的乡村工作现状后，又比较了其与中国乡村状况的异同。这场虽有记录，但不清楚讲的

具体日期。②

1937 年 6 月 9 日乘飞机前往成都，与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面谈。当时省府指定委员兼民政厅长甘绩镛专任接待，在省府联

合总理纪念周、省府行政研究会、省党部、绥靖公署军官训练班、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处连续讲演多场，9日到达当天即有一

场演讲，之后从 10日到 14日均是上下午各一场，16日上午前往新都实验县并在县府演讲，下午仍回成都演讲。所讲多与教育、

乡建及当时的时局相关。讲辞经记录整理后，曾以“梁漱溟先生讲稿”为总题集中刊发于《四川教育》1937 年 7-8 期合刊论著

栏③，共 13篇，其中在重庆讲的仅收录 1篇（另五场所讲均未收录），在成都讲的有12篇（在新都讲的未收录）。题下有编者

按云：

“梁漱溟先生，于六月间来川，对于乡村建设问题，演讲阐发，至为宏博，所有各次讲稿，兹经梁先生校正寄到，爰于本

刊论著栏全部披露，以飨读者”④3。

                                                                                                                                                                                             

划、研究实验办法均取法于梁所办山东乡村建设学院，后亦多受梁漱溟影响。梁也很关心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的发展，与之关系

一直比较密切。详见杨孝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及其在重庆的影响》（《重庆社会科学》2008 年 11 期）。

②相关记载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 1937 年日记正文及当页注释（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397 页），但原注写为“四川

乡建学院”，现更正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后文源自此处者不再一一作注。另，参见高泳修（高显鉴字泳修）《漫游记残》

（《现代读物》1937 年第 2卷第 33-34 期合刊 6-7 页）与乡运消息报遗《梁漱溟先生应刘湘电请赴川讲演乡村建设理论》（《乡

村运动周刊》1937 年 5月 24 日第 8期 13页）。

③见梁漱溟《我的过去与山东工作概况》（周仁贵记）（《新世界》1937 年 6 月第 10卷第 11期，第 4 页），梁先生讲演中仍

习惯性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为“乡村建设学院”，自注其日记时也是这样。
3
①《略述乡村建设运动要旨》原载 1937 年 8月出刊的《四川教育》7-8期合刊，后据此收录在《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

民出版社，1992 年，第 961-965 页），注明是 1937 年 6月 4日在重庆青年会对中等学生讲。但此稿早于 1937 年 7月 12日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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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梁漱溟先生于 1937 年 6月 20日再飞回渝，直到 6月 29日离渝，仍住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内，助其规划一切。然则，

梁漱溟先生 1937 年 6月下旬再返重庆后在该院讲课或在他处讲演情形，仅留下北碚两场讲演的记录，其他未见记载，亦无其他

记录稿传世。

北碚的这两次演讲记录稿与相关报道皆刊载于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办的《北碚》月刊第 1卷第 12期（1937 年 8月

1日出刊）。

1937 年 6月 26日，梁漱溟先生受邀到北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视察，由重庆乘船前往北碚。梁漱溟先生是乡村建

设专家，多年来倡导并亲身致力于推进乡村建设。北碚是卢作孚创办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署所在地，对他的到来特

别重视，实验区区署提前几天就召开了各机关团体负责人会议，筹备盛大欢迎。当梁漱溟先生抵达北碚码头时，他看见炎炎烈

日下，竟有兼善中学、北碚小学师生及民生公司水手队与实验区署职员 400 多人，由卢子英区长与兼善中学张博和校长带领，

在嘉陵江边热情迎候。梁漱溟先生深受感动，下午的欢迎会上先对大家致谢，随即发表主题演讲《乡建的二大意义与知识分子

下乡》。

梁漱溟先生说，北碚的嘉陵江乡村建设实验区所做的乡建工作与他在山东邹平县进行的乡村建设，都是往同一方向上努力。

他强调，乡村建设有三大意义，这三大意义也即知识分子下乡的意义所在。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要知识分子下乡，第一做到“内

外沟通”，让世界上的新知识新技术，包括“中国沿江沿海各大商璋”的新信息新事物送到中国，送到中国内地，送到中国的

乡下；第二促成“上下沟通”，“上”即上级政府、有知识文化的人、有钱的人，“下”即穷人、没知识的无权的人，“上”

“下”要相沟通；第三是宣达农民的痛苦，并能扩展其视野，成为乡人的耳目和喉舌。梁漱溟先生总结说：如果内外不沟通，

国与国间不生关系；沿海与内地不沟通，形成隔阂局面；都市与乡村不沟通，失了联系；上下不沟通，只有虚空的眼光、没有

实际力量；农民的痛苦不宣达出来，根本问题没法解决。所以这些都很有必要，乡村建设必须得做到这三点才行。梁漱溟先生

还希望，知识分子能通过这样长期坚持不懈的乡村建设工作影响到政府，进而转移中国大局。这就是他主张的温和“革命”。[5]

6 月 26 日晚，梁漱溟先生又在温泉茶话会上作了题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演讲。

一是讲中国的政治体制决不能跟着西洋走。梁漱溟先生说，一般迷醉于西洋的物质文明及政治组织者，莫不想现成地把它

搬运过来，以维持中国社会崩溃的情势。这不但是不适合，而且也决不可能，因中西文化发生的背景迥有差异之故。

二是讲中华民族具有人生向上和伦理情谊两种特殊精神。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秩序就完全是“情”“理”

维系着，将社会标准放在各个人的心中，惟因各自消极节制、彼此调和妥协，缺乏团体生活，故发生“散漫”“被动”两种毛

病。

                                                                                                                                                                                             

在《乡村运动周刊》15 期刊出，注明 6 月 5 日在重庆青年会讲，由江易桦笔记整理。另据当时陪同梁先生入川的席朝杰（杂志

误作席晁杰）致函《乡村运动周刊》（1937 年 6月 21日 12 期），亦说是 6月 5日在青年会演讲，并且，与《乡村运动周刊》

相比，《四川教育》及《梁漱溟全集》收录的讲稿文字及断句标点都有讹误，日期出错的可能性也较大，故作订正。

②日本的乡村工作：梁漱溟在重庆大学讲演》，《四川省政府公报》1937 年 6月 11日第 83期附录，99-100页）。席朝杰致《乡

村运动周刊》函对梁先生在重庆的行程安排所述甚详：“自六月四、五、六、七日留重庆共四日，上午整个在教育学院讲演，

下午入城在各处讲演，计第一日民生公司，第二日青年会，第三日巴县女子中学全市校长教育座谈会，第四日川东师范”，未

提及在重庆大学讲演，未知是否信发出后新增的安排，因席的信中说 6 月 8 日飞成都，但据梁漱溟日记实则 9 日才飞成都，或

许是 8日在重大讲演。

③这批讲辞从 1937 年 7月 12 日起亦有多篇在 1937 年 4月山东创刊的《乡村运动周刊》上刊发。

④该期《四川教育》论著栏除 13 篇讲稿外，另有《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载于 1937 年 8月 9 日出刊的《乡村运动周刊》19 期

上，文末注写作时间为 1937 年 8月 3日，为新撰著文章，非6月在川内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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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讲为要解决这两种问题，应发挥人生向上、伦理情谊两种精神，组织团体、运用科学，以创造新文化、建设新社会。

这是因为，要增进中国社会的组织，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习惯背景，发挥中国民族固有的道德：以伦理情谊的精神，互以对方

为重，个人要尊重团体（先要有个人对团体的义务，以提高团体的地位），团体亦要尊重个人（凡是团体的事情让大家自己来

干，发展人生向上的精神，使大家自觉地积极参加团体的一切活动）。故个人尊重团体，可治散漫的病；团体尊重个人，可治

被动的病。[6]

梁漱溟先生 1937 年 6月首次入川，前后在重庆停留半月余，留下记载的至少有 8场演讲（实际应有更多），其中传下记录

稿的仅 5 场，这些演讲，主旨与他之前发表的《乡村建设理论》等相同，都集中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独特体会与认

识，对乡村建设的一贯重视，同时还传达出身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强烈使命感。其中，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及重庆大学等处的演

讲以及他此前的乡村建设实践影响到重庆的乡村建设教育；而在北碚的两次演讲因是特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人士所讲，

其针对性也就更强，更具指导性，对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事业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该实验区的乡村建设实践在民国各

乡村建设实验中历时最久，也可说最为成功，北碚一度被誉为“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卢作孚、卢子英兄弟特别卢作

孚诚然居功至伟，另一方面也与他们践行梁漱溟先生的乡建理念相关。前述梁漱溟先生首次到重庆的第一场演讲即在重庆民生

公司所讲，后来也曾多次受邀到民生公司演讲，如留下记载的就有 1938 年 8 月在民生公司朝会上的演讲。①可见梁漱溟先生与

卢氏兄弟的联系以及对其事业的影响并不限于嘉陵江三峡实验区的乡村建设与勉仁学校的兴办，而是旁及其他各方面。

此外，1940 年 1 月，梁漱溟先生曾带两个儿子到北温泉休假，当时他已是国民参政员，遂借便对嘉陵江三峡实验区的乡建

事业又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②4其间还上缙云山参观汉藏教理院并在那里作了一场演讲，题为《我的过去》。该演讲随后由汉院

学生心月、德勇、明照三位合作记录整理，并经梁先生亲自校阅后，刊载于《海潮音》杂志[7]。这是他第一次到汉藏教理院，据

文中所谈：他很久就知道汉藏教理院，早就想来参观，但以前他每次到温泉（北碚）来的时间都很短，顶多一天半天，这次到

温泉来有十多天的停留，故能有汉院之行。可见，在勉仁中学迁到北碚之前，梁漱溟先生并非只在 1937 年 6月下旬一次到北碚，

而是多次到北碚，但在那里呆得最久的恐怕只有 1940 年初的这次。因时间充裕，故此不但得以全面考察嘉陵江三峡实验区，也

了了上缙云山参观汉藏教理院的夙愿。

二、兴办勉仁系列学校并讲学著书

梁漱溟先生兴办的勉仁系列学校包含勉仁中学、勉仁书院、勉仁文学院及其前身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勉仁有“勉以行仁”

之意，初时有“勉仁斋”之称，见于梁漱溟 1925 年所写《思亲记》[8]，指当时他在清华园内的借住之处，尔后演变为指称师友

同处共学所在，再往后，又演变成师友团体代名词。勉仁书院则是以勉仁斋师友为主干方得成立。

1926 年起，“勉仁斋”师友团体先后随梁漱溟先生附托于广东省立一中及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1937 年 6月，梁漱溟

先生受四川省府主席刘湘及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显鉴之请入川，与刘湘面谈时曾商议将来在南充创设省立民众教育馆。未

久抗战爆发，山东乡建院的勉仁斋同人随即从邹平撤入四川。因梁漱溟先生与刘湘早有约定，并得到时在南充的张澜支持，遂

就便以这批人为主，筹备开办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先是由黄艮庸与张俶知起草了《四川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组织大纲》，交

省教育厅报省政府批准后，于 1937 年 9月 1日公布施行。该馆成立后，黄艮庸任馆长，席朝杰负责总务，张俶知任研究实验部

主任，教学有大专、中专两种，对民众进行乡村建设方面的培训工作，并于 1938 年兼办川鄂公路路线的战时民众教育。①梁漱

溟先生当时因其他事务并未与“勉仁斋”同人一起行动，到 1938 年 8月才前往南充视察民众教育馆开办情况，约半月离开；同

年 11月中旬又再度前往，停留月余亦他往。[9]虽如此，四川省立民众教育馆的创设及工作进展仍与梁漱溟先生密不可分，况且，

正是有勉仁斋同人迁入四

川，落脚南充办省立民众教育馆，嗣后才有从南充转往璧山和北碚兴办勉仁系列学校的可能，甚而也可说南充民众教育馆

                                                       
4
①参见《职工活动：总公司请梁漱溟先生讲演》，《新世界》1938 年 8月第 13卷第 2-4 期合刊，第 66-67 页。

②何吏衡：《四川乡村建设的回顾》，《梁漱溟在北碚》，重庆市北碚区纪念梁漱溟诞辰 100 周年筹委会 1993年编印，108 页。



5

乃是兴办勉仁系列学校的先导。

1938 年初，教育部提出在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导师制，拟定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提请行政院审核通过，于 3 月

28 日正式颁发，作为附件一起颁发的还有《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点》
②5
。纲要第一条就指出要在中等以上学校施行导师制之

宗旨是“为矫正现行教育之偏于智识而忽于德育指导，及免除师生关系之日见疏远而渐趋于商业化”，对此，附件中有更详尽

的说明：“我国过去教育，本以德行为重，而以知识技能为次要，师生之关系，亲如家人父子：为师者之责任，非仅授业解惑

而已，且以传道为先。自行新教育以来，最初各校犹列修身伦理为教科，而老师宿儒，流风未泯，人格熏陶，收效尚巨。迨至

近十余年前，放任主义与个人主义之思潮泛滥全国，遂影响于教育，修身伦理既不复列为教科，而教育功能亦仅限于知识技能

之传授。师生之关系，仅在口耳授受之间。在讲堂为师生，出讲堂则不复有关系。师道既不讲，学校遂不免商业化之讥。凡此

情形，不仅使教育失效，实为世道人心之患，早为有识者所深忧。”
[10]
这实际上阐明了教育部要实行导师制的社会时代背景。

因为这一在中等以上学校推行导师制的契机，加上导师制所言与梁先生看到现行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也有相合处，

即便成为两年后梁漱溟先生与勉仁斋同人筹办勉仁中学的一种缘起。如梁漱溟先生在 1940 年 1月拟就的《创办私立勉仁中学缘

起及办学意见述略》中就多处提到导师制，第二点还专门讲“从时弊所至，学生整个生命之身心两方面常见忽视，所受教育零

碎偏枯，浅薄无力，纠正之道，在力行新颁订之导师制，而善为发挥之。”
[11]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缘由，在这篇《缘起及办学

意见述略》中都讲得很清楚。

是因为他 1938年从华北巡历战地归来，顾念大局艰难，自己无能为力，遂拟退而聚徒讲学。恰好原从山东避到川内的勉仁

斋师友团体成员以兴学为请，而他早就观察到社会上的中等教育有待改善，教育当局又恰好新颁在中等以上学校实施导师制，

给予了一个改善的契机。故尔兴学以图为改善中等教育尽一己之力。[12]随后，“兴办中学之议既定，因集同人共商办学所宜注

意之点”，方起草为此“办学意见”。并因陈亚三、黄艮庸早年曾有过跟随梁漱溟先生在山东、广东办中学的经验，当时又都

在四川，即推定这两位于 1940年初先行前往璧山发起筹备。后来又增添了王平叔、张俶知等一起筹备。[13]此外，梁漱溟先生这

篇《缘起及办学意见述略》还提及将设立勉仁书院以作学术研究的意向。“惟昔者主办曹州中学，同时并有重华书院之设，俾

同人于教育青年外，兼得自勉于学。今同人亦将作学术研究，而暂不立书院之名，拟先为讲学，以聚四方同志。”[14]显然，此

时虽无勉仁书院之名，但已有其雏形。

至于会选择在璧山开办，则是缘于勉仁斋师友团体中的钟芳铭①6为璧山人，乃是他从中联系当地支持，梁漱溟先生才会带领

大家由南充前往璧山办勉仁中学。[15]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40 年秋在璧山来凤驿正式开学。学校分设初、高中，初中有两班，高中仅一班。来凤驿东街的川主

庙为高中和初中一班教室，西街的一所碉堡底层为初中二班教室，碉堡楼上则为学生寢室与教师办公室，教师住宿则在距来凤

                                                       
5①《南充将设省立民众教育馆》，《四川教育》1937 年 8月第 1卷第 7-8期合刊，第 147-148 页；《四川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

组织大纲》,《四川省政府公报》1937 年 9 月 1日第 91期法规之本省法规，第 62-63 页。参见张俶知《我对漱溟先生思想的领

悟——深切怀念漱溟师》、《我入党与梁漱溟办学的一些回忆》（载《梁漱溟在北碚》，重庆市北碚区纪念梁漱溟诞辰 100 周

年筹委会 1993年编印，85、92 页。

②《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及所附《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点》（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教育部汉教字第一五二六号训令），

载《浙江省政府公报法规专号》1939 年第 3 辑 333-336 页；另见《四川省政府公报》（1938 年 5 月 11 日第 116 期 13-16 页）

之本府训令：为抄发《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及《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点》一份令仰知照由[教字第一四一二号（二七，

五，三）]，二十七年四月四川省教育厅印发。
6①钟芳铭，福建闽西武平客家后裔，1902 年生于璧山，1927 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国文本科。'回县后任璧山县中学国文

等课程教员。1932 年 5-9月任山东省立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教员。1934 年 7月，任巴县乡村建设实验区讲学部导师。1934年

8月起任璧山中学、璧山职业学校、璧山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37-1938 年任璧山中学校长（此前任教务主任，曾任青木关民教

馆长）。1941 年任璧山勉仁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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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西边五里左右的西寿寺。[16]梁漱溟先生亲为董事长，陈亚三为校长，黄艮庸为教育主任，张椒知为训育主任，云颂天为初中

第二班班主任导师，邓子琴为高中班导师，梁漱溟、熊十力两位先生亦住西寿寺。[17]没有独立校舍，教室、办公室、住宿等分

散三处，显见是想尽各种办法才勉强凑合。

据当时的勉仁中学学生丁清赋回忆：学校的学生既有璧山当地的，也有附近各县的，还有从沦陷区来的，均要进行入学考

试，不合格不录取。每班人数不等，丁清赋所在的初中二班有五十来人，梁漱溟先生的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就在这个班。他们

穿着朴素，对人和气。梁培宽学习成绩好，见多识广，被称为“小博士”。梁培恕年龄小，有些淘气，喜欢画画，常在作业本

上画上几笔，很是与众不同。校长陈亚三的儿子陈道宗，也与丁清赋同班，他是一个山东大汉型的少年，成绩不错。班上还有

一个叫释清椿的小沙弥，与班上同学同吃同住，大家也没有把他当外人。[18]

1941 年秋，勉仁中学迁往北碚金刚碑，其迁建缘由及情况详如下文：

本校原在璧山来凤驿，因校址狭小，不便扩展，乃决迁移北碚金刚碑。今年 3 月，特请席朝杰先生驻碚筹备，修建校舍，

租赁住宅，六月底已粗具规模。暑期开始后，黄艮庸、云颂天、富眉生、李渊庭、黎涤玄诸先生均到碚筹划，一面修建校舍，

一面进行招生。现在校舍修理部分已经竣工，新建部分因工料困难，且遇暑秋阴雨，须至双十节始能完工。所招新生及插班生，

亦符定额。已决定于十月十一、二两日注册，十三日开始行课。

本校负责师友，因筹备勉仁书院，较上年略有变更。校长仍为陈亚三先生，教导主任改为宋乐颜先生，高中班主任导师改

聘桑恩亭先生，初中第一班班主任导师为云颂天先生，第二班班主任导师为陈彬如先生，其他教师及工作同仁，亦略有变更。|19]

由上可知，勉仁中学由璧山迁北碚的主因是“校址狭小，不便扩展”，另外也是得到卢作孚、卢子英兄弟的支持，卢子英

在北碚办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对梁漱溟先生在北碚兴办勉仁学校多方支持，北碚政府并曾资助 3万元幵办费。[20]

在梁漱溟先生主导下，勉仁中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增选《论语》精华作为教材（梁漱溟先生自编讲义上课），让学生了解儒

家圣哲的言行思想和修齐治平主张，继承中华文化遗产，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梁漱溟先生曾在讲孝顺父母时给学生教过一首诗：

“人生七十强支持，帘卷西风烛半支。传语儿孙好看待，眼前光景无多时。”[21]

梁漱溟先生师友团队在璧山办勉仁中学的同时，即以勉仁斋团体为基础成立勉仁书院；其后中学迁往北碚，勉仁书院自然

也随之迁到北碚。

1946 年 8 月，仍由勉仁师友成员中的张椒知、陈亚三等人负责，初在勉仁中学后面的缙云山支脉五指山创办勉仁国学专科

学校，后来迁往勉仁中学明远阁，1948 年 8 月三迁于北温泉附近的松林坡（勉仁文学院现存旧址所在），即在原国学专科学校

基础上成立勉仁文学院，自任董事长兼校长。1949 年 6 月方在教育部立案获准。该校宗旨与勉仁书院一样，旨在研究中国文化

问题，从认识老中国以建设新中国。学校分设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三系，梁漱溟先生为董事长兼任院长，除梁漱溟先生本人

亲自授课外，到1949年冬，尚有陈亚三、邓永龄、罗庸、李源澄、吴宓、杨砺坚、曹慕樊、侯思恭、杨中慎、张之伟、孙伏园

等先生在院任教。1949 年冬，该校各系二年级以上学生共 140 余人（当年因故未招新生）。其办学特点与勉仁中学有相似处，

如院内成立全院师生院务共进会，并实施导师制及学习小组制。[22]此被梁漱溟先生作为大学教育的一种新试验，并为此撰有专

文。梁漱溟先生还在 1949 年写了一篇《勉仁文学院创办缘起及旨趣》，代发刊词载于《勉仁文学院院刊》。他在该文中说：

创立勉仁文学院就是想要汇聚师友共同研究当前的文化问题。因之勉仁文学院首先是有文化研冗机构的性质，其宗旨也与

早先成立的勉仁书院相同。其不同者，勉仁书院类似研究院，勉仁文学院则更近于普通文科大学，但相比普通文科大学又更为

强调文化研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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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因有此前起于梁漱溟先生在北大的教学生涯所汇集，后虽辗转多处仍能存续下来的勉仁斋师友团体，方有 1940年勉

仁中学的开办、勉仁书院的创立，以及 1946 年勉仁国学专科学校的创办与 1948 年能进而升格为勉仁文学院。其中与勉仁斋联

系尤为紧密的即勉仁书院。

与乡村建设派其他人不同，梁漱溟先生很重视理性在文化教育中的作用，深受儒家理性文化的影响——走教育的路，配合

中国传统伦理情谊文化，用新的知识和文化塑造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农村新人。如其早于 1942-1943 年即曾在桂林的《文化》

杂志刊发《中国文化要义》初稿第二、三章“理性与宗教之相违”“理性与理智之分别”，皆与理性相关。嗣后，在北碚讲学

著书期间，又曾将《中国文化要义》第七章“理性——人类的特征”于 1949 年 5月率先刊发于《勉仁文学院院刊》，亦可见其

办学与著书皆为一共同目标。

在创办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勉仁文学院期间，学校附近开办有勉仁农场，还曾在中学和学院附设有不定期开课的勉仁农工

文化学校，所有这些构成梁漱溟先生在北碚的办学体系。这期间，他提出的办学以研究中国文化问题，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

国为宗旨，应是乡村建设的文化教育基础，也与他之前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宣扬并践行的乡村建设目标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梁漱溟先生所主之“勉仁”文教事业并非只有这些，其师友团体成员还曾在其他地方兴办名为“勉仁”的

学校。如早在 1938 年，彼时尚未在重庆筹备勉仁中学，潘从理①7就在四川古蔺办有勉仁小学（初名“勉仁学社”），显然，其

得名正是缘于“勉仁斋”；1940年，杨砺坚在巴县东温泉亦办有勉仁小学；1941年，原勉仁中学迁走后，璧山来凤驿地方人士

乃决定于原中学校舍创办勉仁小学，由钟芳铭主持一切创办事宜，王朝隆任校长，兼办初中进修班。上述三处办学，皆名“勉

仁”，其创办者与主要师资皆为勉仁师友团队成员。无一例外，这些学校都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且影响深远。

综上，梁漱溟先生抗战前后在重庆北碚的文化教育活动，对当时北碚乃至重庆的文化教育都产生了相当影响，他注重乡村

的社会本位大教育观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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